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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工作性通信工具使用(W_ICTs)是一种新兴的工作行为, 指员工在非工作时间使用通信工具处理工

作。为帮助组织和个人从整体上了解 W_ICTs对员工生活的影响并对其进行管理, 以 278对配对调查数据为

样本, 基于溢出‒交叉效应视角探讨了 W_ICTs 与双职工夫妻幸福感的关系及作用机制。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发现：丈夫和妻子的 W_ICTs均可通过加剧个体的工作→家庭冲突、诱发夫妻之间的社会阻抑行为进而降低

双方的幸福感, 同时也可通过促进个体的工作→家庭增益、抑制夫妻之间的社会阻抑行为进而提升双方的幸

福感; 但整体而言, 妻子的 W_ICTs 会显著降低夫妻双方的幸福感, 而丈夫的 W_ICTs 不会显著影响夫妻双

方的幸福感。研究提示, 组织在进行 W_ICTs 管理时, 应充分考虑其对女性员工的负向影响; 就员工个体而

言, 男性和女性均可通过加强与配偶的沟通, 减少夫妻间的社会阻抑行为, 进而预防 W_ICTs 的不良影响, 

促进 W_ICTs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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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随着信息技术无缝渗透于人们的日常工作和

生活 , “全天候保持工作连通 (round-the-clock 

availability)”的新时代已经到来(O'Driscoll, Brough, 

Timms, & Sawang, 2010)。员工在非工作时间使用

通信工具处理工作, 即工作性通信工具使用(working 

through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after hours, 以下简称 W_ICTs)的现象已经非常普

遍。这种工作方式的改变给员工生活所带来的潜在

影响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 同时也给各国的企业和

社会管理提出了新挑战。例如, 法国两大工会与两

大企业联盟已于 2014年 4月达成协议, 规定公司不

得在非工作时间内通过邮件、短信或电话等方式让

员工处理工作相关事务; 同年 9 月, 德国劳工部长

亦向媒体表示“德国拟立法禁止雇主下班后与员工

进行工作方面的联系”。以往基于“消极”视角的研

究为这类决定和举措提供了支持, 例如, 研究发现

W_ICTs 会降低工作心理脱离(Park, Fritz, & Jex, 

2011), 造成工作→家庭冲突 (Boswell & Olson- 

Buchanan, 2007; Derks, van Duin, Tims, & Bakker, 

2015), 引起失眠、抑郁等生理问题(Arlinghaus & 

Nachreiner, 2013, 2014; Lanaj, Johnson, & Barnes, 

2014; Schieman & Young, 2013), 诱发工作情绪衰

竭(Derks, van Mierlo, & Schmitz, 2014), 造成工作

倦怠(Derks & Bakker, 2014)等。然而, 这类决定和

举措却与基于“积极”视角的研究结论相悖 , 例如 , 

有研究发现 W_ICTs 加强了工作和生活的连通性, 

提高了家庭边界的弹性和渗透性(Leung, 2011), 增

加了员工应对工作的能力和灵活性, 提升了员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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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控制感(Richardson & Thompson, 2012)和工作

满意感 (Diaz, Chiaburu, Zimmerman, & Boswell, 

2012)。 

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 追求更有质量的生活

和提升幸福感, 已在现代人工作和生活目标体系中

占据重要地位。W_ICTs 作为伴随信息时代而出现

的一种新兴工作行为, 广泛而深入地影响着人们的

生活, 也必然会对其幸福感产生深远影响。尽管已

有研究已初步揭示 W_ICTs 对员工的幸福感具有

“双刃剑”式的效应(Ohly & Latour, 2014), 但这并不

能让我们清楚地认识 W_ICTs 与幸福感之间的关

系。仅从积极或者消极的单一视角出发探讨

W_ICTs对员工幸福感的影响, 是造成有关W_ICTs

效应的结论并不一致的重要原因。仔细分析可以发

现, W_ICTs 抑制和促进员工幸福感的基础均是其

促进了员工工作‒家庭边界的融合。根据工作‒家庭
边界理论(Clark, 2000), 工作‒家庭边界融合可能同
时正向影响员工的工作→家庭积极溢出和工作→

家庭消极溢出。如果能基于已有关于工作‒家庭边
界理论的研究, 同时考虑 W_ICTs 对员工工作→家

庭积极溢出和工作→家庭消极溢出的影响 , 即从

“整合”的视角考察其后续影响, 将有助于企业和政

府从整体上了解和把握W_ICTs对员工生活的影响

并对其进行管理。 

作为一种新兴的工作行为, W_ICTs 的后续效

应并不局限于个体层面, 还可能影响员工重要他人

的生活。从夫妻乃至整个家庭层面考察 W_ICTs的

后续效应, 将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 W_ICTs 对员工

幸福感的影响。然而, 以往有关 W_ICTs 后续效应

的研究多在个体层面进行 , 关于“员工的 W_ICTs

能否以及如何影响其重要他人”等问题仍有待进一

步探讨。溢出 ‒交叉效应模型 (spillover-crossover 

model)为探讨上述问题提供了很好的视角(Bakker, 

Demerouti, & Burke, 2009; Bakker & Demerouti, 

2013)。该模型认为个体在工作中的相关体验可以

溢出至家庭领域, 并通过社会互动交叉影响配偶的

幸福感, 进一步配偶的幸福感又会影响员工的幸福

感。此模型较好地解释了员工的工作对其自身和配

偶幸福感的影响与发生机制。基于溢出‒交叉效应
模型, 我们认为 W_ICTs 是一种特殊的工作行为, 

其影响员工配偶幸福感的过程可能需要经历两个

环节：首先通过工作→家庭溢出将 W_ICTs的效应

传递到家庭领域, 而后经由夫妻间的社会互动(社

会阻抑行为)影响其配偶的幸福感。 

综上, 本研究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整体考察

W_ICTs对员工工作→家庭溢出(同时考虑工作→家

庭冲突和工作→家庭增益两个方面)的影响, 进而

更为全面地揭示W_ICTs与个体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并在此基础上 , 引入溢出‒交叉效应的视角 , 进一

步探讨 W_ICTs 的后效在夫妻层面的传递过程：

“W_ICTs→‘工作→家庭溢出’→夫妻间的社会互动

(社会阻抑行为)→夫妻双方的幸福感”。研究框架见

图 1。 
 

 
 

图 1  研究框架图 
注：W代表妻子，H代表丈夫；下同。 

 

2  研究假设 

2.1  W_ICTs对工作→家庭溢出的影响 

以往研究表明通信工具的使用对员工家庭生

活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Dén-Nagy, 2014; Håkansson 

& Sengers, 2013)。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改革与创新为

人们随时随地与工作相关人员取得联系提供了可

能, 使得人们的工作和家庭之间的边界渗透性愈来

愈强(Duxbury, Higgins, Smart, & Stevenson, 2014), 

工作‒家庭边界趋向于融合。而工作‒家庭边界融合
对员工的家庭生活既有消极影响又有积极影响。一

方面 , 在工作‒家庭边界融合的情况下 , 人们的工

作会不断地侵占原本属于个人生活的时间和空间, 

占用过多精力, 最终导致工作→家庭冲突。另一方

面, 工作‒家庭边界融合代表了一种资源。这种资源
能使个体可以弹性应对工作需求, 有助于个体工作

相关的积极体验顺利溢出至其家庭领域。因此, 作

为工作‒家庭边界融合的具体表现, W_ICTs 可能既

会诱发员工的工作→家庭冲突, 又会增加员工的工

作→家庭增益。 

此外, W_ICTs 同时具有工作资源(指工作中有

助于促进个体工作目标达成、减少工作需求所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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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理和心理上的消耗、激励个人成长和发展的因

素)和工作需求(指工作中需要员工持续付出生理和

心理努力的方面)的特点。一方面, W_ICTs 允许员

工在非工作时间与其他人合作和交流, 能提高员工

应对工作需求的主动权, 可以给员工带来了更多的

工作自主权和控制感, 进而提高他们的生产率, 具

有工作资源的功能; 另一方面这种“在非工作时间

与他人合作和交流”的需求其实质是对员工的时间

和注意力等方面的额外要求 (Diaz et al., 2012; 

Richardson & Thompson, 2012)。而根据以往有关工

作→家庭溢出的研究, 工作需求往往与工作→家庭

冲突正相关, 工作资源往往与工作→家庭增益正相

关(reviewed by Ten Brummelhuis & Bakker, 2012)。

综上, 我们提出： 

假设 H1, W_ICTs与个体的工作→家庭冲突正

相关。 

假设 H2, W_ICTs与个体的工作→家庭增益正

相关。 

2.2  W_ICTs对配偶社会阻抑行为的交叉影响 

在双职工家庭中, 男性和女性均需要承担家庭

任务。当夫妻一方因工作需求而无法完成家庭任务

时, 会增加另一方的家庭压力; 相应地, 当夫妻一

方能主动承担更多家庭任务时, 会减轻另一方的家

庭压力。从工作需求的视角, W_ICTs将侵占个体原

本属于家庭领域的时间和精力, 诱发工作→家庭冲

突(Boswell & Olson-Buchanan, 2007), 导致个体将

一些“需要立即应对”的家庭责任转移给配偶, 进而

给配偶造成压力。从工作资源的视角, W_ICTs有助

于减少/消除个体因非工作时间无法与工作场所保

持联系所带来的紧张与焦虑, 使得个体在家时能处

于一种良好的情绪状态; 同时, W_ICTs还可以通过

促进员工之间的合作, 提高生产力(Lyytinen & Yoo, 

2001), 促使个体获得更多的积极工作体验 , 进而

更有能量应对家庭需求(Bakker et al., 2009)。在好

的心情和能量充沛的情况下, 个体可能愿意分担更

多的家庭责任, 进而减少配偶的家庭需求, 降低配

偶的家庭压力。而以往研究表明, 压力与夫妻之间

消极的、非支持的人际互动密切相关(Burke, Weir, 

& DuWors, 1980)。社会阻抑行为(social undermining)

就是一种消极的、非支持的人际互动行为(包括向

个体直接表达消极情绪 , 传达消极评价/批评 , 或

阻碍个体目标达成的行为) (Vinokur & van Ryn, 

1993)。综上, 我们提出一组不一致中介假设： 

假设 H3, W_ICTs可以通过加剧员工自身的工

作→家庭冲突进而诱发其配偶的社会阻抑行为。 

假设 H4, W_ICTs可以通过促进员工自身的工

作→家庭增益进而减少其配偶的社会阻抑行为。 

2.3  工作→家庭溢出对员工自身幸福感的影响 

尽管以往研究已表明工作→家庭冲突与个体

幸福感负相关, 工作→家庭增益与个体幸福感正相

关(Matthews, Wayne, & Ford, 2014), 但较少有研究

探讨工作→家庭溢出影响员工幸福感的作用机制。

Demerouti (2012)曾提出 , 员工的工作→家庭溢出

对其家庭的影响可能比对其自身的影响更大。而配

偶是员工家庭中的重要成员, 是影响员工幸福感的

重要因素。因此, 配偶有可能在员工工作→家庭溢

出影响其自身幸福感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前文

已论述员工的工作→家庭溢出将影响配偶的社会

阻抑行为。而以往研究表明, 亲密关系是否融洽是

影响个体幸福感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夫妻之间或者

情侣之间的社会阻抑行为与个体的幸福感负相关

(Vinokur & Vinokur-Kaplan, 1990; Vinokur, Price, & 

Gaplan, 1996)。基于此, 我们提出： 

假设 H5, 双职工夫妻的工作→家庭冲突会诱

发其配偶的社会阻抑行为进而降低其自身的幸福感。 

假设 H6, 双职工夫妻的工作→家庭增益会减少

其配偶的社会阻抑行为进而促进其自身的幸福感。 

2.4  夫妻社会阻抑行为之间以及幸福感之间的

直接交叉效应 

直接交叉(direct crossover)是指个体的体验可

以直接促进另一个体产生相似体验的过程, 例如个

体的幸福感可以直接促进配偶的幸福感(Bakker & 

Demerouti, 2013), 丈夫的高工作压力会诱发妻子

的脾气爆发(Burke et al., 1980)等。直接交叉是实现交

叉效应的重要途径之一(Bakker, Shimazu, Demerouti, 

Shimada, & Kawakami, 2013; Rodríguez-Muñoz, Sanz- 

Vergel, Demerouti, & Bakker, 2014)。以往研究表明, 

在夫妻关系中, 一方的表现会对另一方的表现产生

影响, 这种影响体现在行为、情感和认知各个层面

(Kenny, Kashy, & Cook, 2006)。个体对他人给予亲

密关注或者将自己与他人看作一个整体时更有可

能产生直接交叉效应, 尤其是亲密的配偶间更可能

产生直接交叉效应(Bakker & Demerouti, 2013)。基

于此, 我们提出： 

假设 H7, 夫妻之间的社会阻抑行为存在着直

接交叉效应。 

假设 H8, 夫妻之间的幸福感体验存在着直接

交叉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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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方法 

3.1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是具有固定上下班时间的双职工夫

妻, 在上海、浙江、湖北、湖南等地共发放调查问

卷 334对, 有效回收 278对, 有效回收率为 83.23%。

其中 180对有 18岁以下小孩, 98对无 18岁以下小

孩; 153对夫妻有父母帮忙处理家务, 125对夫妻无

父母帮忙处理家务。丈夫的平均年龄为 39.64 ± 7.80

岁, 妻子的平均年龄为 37.78 ± 7.65岁。 

3.2  研究工具 

3.2.1  W_ICTs 
采用自编的 W_ICTs 量表, 测量双职工夫妻的

W_ICTs, 妻子和丈夫各 3 题, 例如“在非工作时间

里, 与工作有关的人因为工作上的事, 通过上述通

信工具与我联系的频率”, 采用 Likert 5点量表计分, 

1 代表“从不”, 5 代表“非常频繁”, 得分越高表示

W_ICTs 越频繁。本次测量, 在丈夫样本和妻子样

本中的 α系数分别为 0.80和 0.74。考虑到在进行成

对数据的验证性因素分析时, 比较合适的做法是将

成对关系中双方的同一变量视为互依的两个维度

(本研究对各量表的验证性因素分析均采用此方法) 

(Kenny et al., 2006)。将丈夫的 W_ICTs 与妻子的

W_ICTs 视为互依的两个维度, 对其进行验证性因

素分析发现, 两维度模型拟合良好, χ2= 9.75, df = 5, 

RMSEA = 0.059, TLI和 CFI等指标均超过 0.98, 因

子载荷均超过 0.50。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模型图见图 2。 
 

 
 

图 2  W_ICTs的验证性因素分析图 
 

3.2.2  工作→家庭冲突 

采用Carlson, Kacmar和Williams (2000)编制的

工作→家庭冲突量表, 包括时间、精力和行为三个

方面的冲突, 每个维度各 3题。采用 Likert 5点量

表计分, 1 代表“从不”, 5 代表“非常频繁”, 得分越

高表示冲突程度越强。该量表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已

得到了国内研究的验证(刘玉新, 张建卫, 彭凯平, 

2013)。本次测量, 时间、压力和行为三个维度的 α

系数在丈夫样本中依次为 0.85、0.86、0.79, 在妻

子样本中依次为 0.83、0.83、0.79。 

3.2.3  工作→家庭增益 

采用 Wayne, Musisca和 Fleeson (2004)编制的

工作→家庭增益量表, 共 4 题。采用 Likert 5 点量

表计分, 1 代表“完全不同意”, 5 代表“完全同意”, 

得分越高表示增益越强。经国内相关研究的检验, 

该量表的信效度良好(马红宇, 申传刚, 杨璟, 唐汉

瑛, 谢菊兰, 2014)。本次测量, 在丈夫样本和妻子

样本中的 α系数分别为 0.81和 0.71。 

3.2.4  配偶的社会阻抑行为 

采用“回译”的方法对 Vinokur和 van Ryn (1993)

所编制的社会阻抑行为量表进行翻译和修订。共 5

题, 例如, “我爱人以令人不愉快的方式对待我”。采

用 Likert 5点量表计分, 1代表“从不”, 5代表“非常

频繁”, 得分越高表示社会阻抑行为的频率越高。本

次测量, 在丈夫样本和妻子样本中的 α系数分别为

0.81和 0.76。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两维度模型

拟合良好, χ2= 74.89, df =29, RMSEA =0.076, TLI和

CFI等指标均超过 0.92。 

3.2.5  幸福感 

参照以往有关溢出‒交叉效应的研究中幸福感
的测量方法(e.g. Bakker et al., 2009, 2013), 本研究

选用工作满意感和婚姻满意感两个指标来测量幸

福感。采用 Cammann, Fichman, Jenkins 和 Klesh 

(1983)所编制的量表测量工作满意感, 共 3 题。以

Likert 7 点量表计分, 1 代表“完全不符合”, 7 代表

“完全符合”, 得分越高表示工作满意感越强。本次

测量, 在丈夫样本和妻子样本中的 α 系数分别为

0.81和 0.84。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两维度模型

拟合良好, χ2= 8.13, df = 5, RMSEA = 0.048, TLI和

CFI等指标均超过 0.98。 

婚姻满意感采用国内学者修订的 Olson婚姻质

量量表中的婚姻满意感分量表 (汪向东 , 王希林 , 

马弘, 1999), 共 10题, 但是已有研究发现有关夫妻

宗教信仰的题目不符合我国文化背景(程灶火等 , 

2004), 所以在我们的调查中, 删除了此题, 保留了

其他 9题。以 Likert 7点量表计分, 1代表“完全不

符合”, 7 代表“完全符合”, 得分越高表示婚姻满意

感越强。本次测量, 在丈夫样本和妻子样本中的 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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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分别为 0.82和 0.83。 

3.2.6  控制变量的选取与测量 

考虑到孩子的年龄和是否有长者帮助处理家

务是影响中国员工工作‒家庭关系的重要因素(Lu, 

Siu, Spector, & Shi, 2009), 本研究选取“是否有小

孩”与“是否有父母帮助处理家务”作为控制变量。其

中有小孩赋值为 1, 没有小孩赋值为 0; 有父母帮助

处理家务赋值为 1, 无父母帮助处理家务赋值为 0。 

3.3  研究程序与统计分析 

采取夫妻配对调查, 现场发放并回收问卷。采

用 SPSS 21.0和 Amos 21.0进行统计分析。研究中

用到的分析方法主要有：成对数据分析法 (the 

dyadic data analysis method), 结构方程模型以及偏

差矫正的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法。 

4  研究结果 

4.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Harman 单因素检验分析结果表明, 在丈夫样

本中, 八因素模型(W_ICTs 为单维量表, 工作→家

庭冲突为三维量表 , 工作→家庭增益为单维量表 , 

配偶的社会阻抑行为为单维量表, 幸福感为两维量

表)拟合的结果(χ2 = 926.20, df = 467, IFI = 0.89, 

TLI= 0.87, CFI = 0.89, RMSEA = 0.060)明显优于单

因素模型拟合结果(χ2 = 2995.99, df = 495, IFI = 0.38, 

TLI= 0.34, CFI = 0.38, RMSEA = 0.14)。在妻子样本

中, 八因素模型拟合的结果(χ2 = 838.43, df = 467, 

IFI = 0.90, TLI = 0.88, CFI = 0.90, RMSEA = 0.054)

亦明显优于单因素模型拟合结果(χ2 = 2474.29, df = 

495, IFI = 0.45, TLI = 0.40, CFI = 0.44, RMSEA = 

0.12)。共同方法偏差对本研究的影响较小。 

4.2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表 1显示了各研究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相

关系数和信度系数。从表 1 可知, 员工的 W_ICTs

与其工作→家庭冲突的时间和压力维度以及工作

→家庭增益均显著正相关。配偶的社会阻抑行为与

员工工作→家庭冲突的 3 个维度均显著正相关, 与

员工的工作→家庭增益、夫妻双方的工作满意感以

及夫妻双方的婚姻满意感均显著负相关。夫妻之间

的社会阻抑行为显著正相关, 夫妻之间的工作满意

感显著正相关, 夫妻之间的婚姻满意感显著正相关。 

4.3  研究假设检验 

考虑到成对数据的互依性, Kenny 等人(2006)

建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成对数据进行分析, 并且

通过在路径分析时设置成对外生变量相关以及成

对内生变量残差相关的方式体现成对数据的互依

性。夫妻配对数据是成对数据的一种, 因此本研究

采用此方法来检验研究假设。同时, 采用 AMOS 21.0

中的偏差矫正的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 法检验各通

径系数以及间接效应的显著性(共抽 1000个样本)。 

4.3.1  研究模型检验 

经检验, 本研究提出的理论模型拟合良好, χ2 = 

785.83, df = 539, IFI = 0.93, TLI = 0.91, CFI = 0.92, 

RMSEA = 0.041。幸福感(W)总方差的被解释率 R2

为 0.72 (SE = 0.72, p < 0.01, 95% CI = [0.39, 1.19]), 

幸福感(H)总方差的被解释率 R2为 0.80 (SE = 0.80, 

p < 0.01, 95% CI = [0.54, 1.10])。具体各路径的系数

见图 3, 其中, W_ICTs (H)能显著正向影响工作→

家庭冲突(H)和工作→家庭增益(H); W_ICTs (W)能

显著正向影响工作→家庭冲突(W)和工作→家庭增

益(W); 假设 H1与 H2得到验证。 

采用联合显著性法(joint significance)检验本研

究的中介假设。发现 “W_ICTs→‘工作→家庭冲

突’→社会阻抑行为(配偶)”的每条路径均显著, 且

在丈夫样本和妻子样本中的效应分别为 0.04 和

0.10, 假设 H3得到验证; “W_ICTs→‘工作→家庭增

益’→社会阻抑行为(配偶)”的每条路径均显著, 且

在丈夫样本和妻子样本中的效应分别为‒0.02 和

‒0.03, 假设 H4得到验证; “工作→家庭冲突’→社会

阻抑行为(配偶)→幸福感”的每条路径均显著 , 且

在丈夫样本和妻子样本中的效应分别为‒0.13 和

‒0.29, 假设 H5 得到验证; “‘工作→家庭增益’→社

会阻抑行为 (配偶 )→幸福感”的每条路径均显著 , 

且在丈夫样本和妻子样本中的效应分别为 0.09 和

0.23, 假设 H6得到验证。“社会阻抑行为(W)→社会

阻抑行为(H)”显著, 而“社会阻抑行为(H)→社会阻

抑行为(W)”不显著, 且稳定指标 SI = 0.15(绝对值

小于 1即为模型系统是稳定的), 假设 H7得到部分

验证。“幸福感(H)→幸福感(W)”和“幸福感(W)→幸

福感(H)”均显著, 且 SI = 0.10, 假设 H8得到验证。 

同时采用比较“需自由估计直接效应的部分中

介效应模型”和“直接效应固定为 0的部分中介效应

模型”的 χ2变化的方法(Preacher & Hayes, 2004), 对

工作→家庭溢出(工作→家庭冲突和工作→家庭增

益)是否完全中介了 W_ICTs 对配偶社会阻抑行为

的交叉影响进行了检验。发现丈夫和妻子的工作→

家庭冲突和工作→家庭增益均共同完全中介着

W_ICTs 对配偶社会阻抑行为的影响(Δχ2 = 0.34, 

Δdf = 2,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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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基于溢出-交叉效应的检验结果 

注：W 代表妻子，H 代表丈夫。检验上述模型时，以工作满意感和婚姻满意感作为幸福感的两个观测指标，工作→家庭冲突 3 个

维度的得分作为工作→家庭冲突的观测指标，其它量表均采用项目得分作为各自的观测指标。图中 e1~e8为各变量的残差。B为非

标准化回归系数；虚线表示不显著路径；实线表示显著路径；为了清晰起见，图中只显示了核心变量之间的关系。 

 
4.3.2  W_ICTs对配偶社会阻抑行为的交叉效应检验 

考虑到工作→家庭冲突和工作→家庭增益在

W_ICTs 与配偶的社会阻抑行为之间起不一致中介

作用(中介效应一正一负); 因此有必要检验 W_ICTs

对配偶社会阻抑行为的整体影响。采用偏差矫正的

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法分析发现, W_ICTs (H)对

社会阻抑行为(W)的影响不显著(B = 0.03, SE = 0.02, 

p > 0.05, 95% CI = [ 0.02, 0.08]); W_ICTs (W)‒ 对社

会阻抑行为(H)的影响显著, B值为 0.08 (SE = 0.05, 

p < 0.05, 95% CI = [0.01, 0.19])。 

4.3.3  W_ICTs对夫妻双方幸福感的整体影响检验 

采用偏差矫正的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 法分

析双职工夫妻的W_ICTs对其自身及配偶幸福感的

整体影响。发现 W_ICTs (W)对幸福感(W) (Total 

Effect = 0.13, ‒ SE=0.07, p <0.05, 95% CI = [ 0.28, ‒
‒0.007])及幸福感(H) (Total Effect = 0.05,‒  SE = 0.03, 

p < 0.05, 95% CI = [ 0.14, 0.008])‒ ‒ 均有显著的负向

影响。而 W_ICTs (H)对幸福感(H) (Total Effect = 

0.03, ‒ SE = 0.02, p < 0.05, 95% CI = [ 0.07, 0.019 ])‒
及幸福感(W) (Total Effect = 0.03,‒  SE = 0.03, p < 

0.05, 95% CI = [ 0.09, 0.016])‒ 均无显著影响。 

5  讨论 

5.1  W_ICTs对夫妻双方幸福感的影响 

在我国, 一方面, 当工作需求和家庭需求相冲

突时, 我国员工的工作往往具有更高的优先权, 即

工作优先行为规范 (张勉 , 李海 , 魏钧 , 杨百寅 , 

2011); 另一方面, “男主外, 女主内”是我国传统文

化中有关性别角色期望的重要内容。本研究发现尽

管我国女性员工的 W_ICTs 符合“工作优先行为规

范”, 但因其与“女主内”的性别角色期望不一致 , 

使得 W_ICTs 会显著降低女性的幸福感。同时, 本

研究的结果表明, 妻子的 W_ICTs 会显著降低丈夫

的幸福感。这主要是因为在我国, 女性仍然承担着

绝大多数的家务劳动(於嘉, 2014), 妻子的 W_ICTs

有可能导致其不能很好地完成这些家务劳动, 降低

整个家庭的生活质量, 进而降低丈夫的幸福感。 

此外, 本研究发现丈夫的W_ICTs不会显著影

响夫妻双方的幸福感 , 这与 Bamberg, Dettmers, 

Funck, Krähe和 Vahle-Hinz (2012)以 31名(其中男

性 30名)德国员工为被试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其

研究发现：“随时保持联络式的工作” (on-call work)

与员工的幸福感负相关。对此 , 我们认为 , 虽然

“随时保持联络式的工作”符合人们对于男性的“性

别角色期望”, 但违背了德国个体主义文化对于

“超时工作”的态度(超时工作将会被家人视为追求

个人职业发展的自私行为)。而我国男性的W_ICTs

既符合“性别角色期望”又符合我国员工的“工作优

先行为规范”, 所以对夫妻双方幸福感的负性影响

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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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W_ICTs对工作→家庭溢出的影响 

W_ICTs 使得工作和家庭这两个原本在空间上

相互分离的角色趋于融合。关于工作‒家庭边界的
分割‒融合对工作→家庭溢出的影响, 一直是学者

关注的焦点。有学者考察了边界融合对工作→家庭

冲突的影响, 发现频繁在家使用通信工具处理工作

有关的事宜, 会使员工体验到更多的家庭注意力分

散(工作→家庭冲突的一种表现) (Park et al., 2011); 

有学者同时考察了边界分割对工作→家庭冲突和

工作→家庭增益的影响, 发现工作‒家庭边界分割
不仅降低了工作→家庭冲突, 同时也降低了工作→

家庭增益(Powell & Greenhaus, 2010)。本研究同时

考察了边界融合对工作→家庭冲突和工作→家庭

增益的影响, 发现因 W_ICTs 而带来的边界融合, 

既会加剧个体的工作→家庭冲突, 又能促进个体的

工作→家庭增益。这一研究发现不仅有助于人们更

为全面地了解边界融合对工作→家庭溢出的影响, 

而且从边界融合的角度表明工作→家庭冲突和工

作→家庭增益并非同一维度的两端, 它们不是此消

彼长的关系。 

5.3  我国双职工夫妻社会阻抑行为之间的直接

交叉效应 

本研究发现, 我国双职工夫妻社会阻抑行为之

间存在不对称的直接交叉效应。具体而言, 妻子的

社会阻抑行为会显著正向影响丈夫的社会阻抑行

为, 而丈夫的社会阻抑行为则不会诱发妻子的社会

阻抑行为。“男主外, 女主内”的性别角色期望不仅

会影响他人对个体行为的评价, 同时也会影响个体

对自身行为的认同。当女性因 W_ICTs而受到丈夫

的社会阻抑时, 女性会合理化丈夫的行为, 从而产

生较少的社会阻抑行为; 相反, 当男性因 W_ICTs

而受到妻子的社会阻抑时, 男性会认为自己努力工

作是为了让家庭生活更好, 从而产生负性情绪, 继

而产生较多的社会阻抑行为。以往研究也表明女性

在家工作的频率上升时, 其负罪感和紧张也会上升; 

男性在家工作的频率与负罪感和紧张则不存在显

著相关(Glavin, Schieman, & Reid, 2011)。 

5.4  理论思考与实践启示 

5.4.1  理论思考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两方面：首先, 

将溢出‒交叉效应引入到我国员工 W_ICTs 的研究

中。不仅为同时考察 W_ICTs的积极和消极影响提

供了新的思路; 而且基于夫妻互动将 W_ICTs 后效

的受众从 “个体 ”扩展到了 “配偶 ”, 发现个体的

W_ICTs 对夫妻双方幸福感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 , 

提示未来可以从性别差异的视角更为深入地研究

W_ICTs的后效及边界条件。此外, 溢出‒交叉效应自
提出以来, 多数研究均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开展的

(e.g. Bakker et al., 2013; Demerouti, 2012; Rodríguez - 

Muñoz et al., 2014), 较少有研究基于我国文化背景

来检验溢出‒交叉效应。本研究发现, 当我国员工的

W_ICTs 同时符合“性别角色期望”和“工作优先行

为规范”时, W_ICTs 对夫妻双方幸福感的溢出‒交
叉影响不显著; 当我国员工的 W_ICTs 符合“工作

优先行为规范 ”但与 “性别角色期望 ”不一致时 , 

W_ICTs对夫妻双方幸福感的溢出‒交叉影响显著。
这提示以后有关溢出‒交叉效应的研究应考虑性别
的调节作用, 同时未来研究也应注意我国员工“工

作优先行为规范”发挥作用的边界条件。 

再者, 尝试对溢出‒交叉效应中的交叉模式进
行了新的思索。以往研究多基于“压力与攻击行为

的关系”, 从“个体家庭资源对自身互动行为的影

响”角度提出：工作需求/资源所带来的工作→家庭

冲突/增益会消耗/增加个体的家庭资源(尤其是心

理资源), 进而诱发/抑制个体在夫妻互动中的社会

阻抑行为, 最终交叉影响配偶的社会阻抑行为和幸

福感; 个体的工作→家庭冲突/增益(个体家庭资源

的变化)对配偶的影响需要通过自身社会阻抑行为

的中介, 是一种间接交叉效应(Bakker & Demerouti, 

2013)。然而, “个体的家庭资源”不仅会直接影响个

体本身的互动行为, 同时也会影响其应对家庭需求

的能力。从家庭系统的角度, 在双职工家庭中, 夫

妻必须共同应对家庭需求, 个体应对家庭需求的能

力会影响配偶所需承担的家庭需求量。本研究从这

一角度发现个体的工作→家庭冲突/增益可以直接

交叉影响配偶。具体而言, 个体的 W_ICTs (工作需

求/资源)所带来的工作→家庭冲突/增益可以通过

增加/减少配偶的家庭需求, 诱发/抑制配偶的社会

阻抑行为, 最终影响个体的社会阻抑行为及夫妻双

方的幸福感。直接交叉和间接交叉是实现交叉效应

的两种重要途径 , 它们可以同时存在 (Mawritz, 

Mayer, Hoobler, Wayne, & Marinova, 2012)。因此本

研究与以往研究并不矛盾, 而是对溢出‒交叉效应
中交叉模式的进一步推进。 

5.4.2  实践启示 

首先, 本研究结果可为组织管理实践提供一定

的指导。本研究发现女性的 W_ICTs会显著负向影

响其自身与配偶的幸福感, 而男性的 W_ICTs 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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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这提示组织在制定员工工作‒家庭边界管理政
策或者家庭友好政策时, 应充分考虑到人们对女性

员工家庭角色的期望, 为女性员工提供较多的工作

‒家庭分割供给, 以减少女性员工的 W_ICTs, 从而

有效提升双职工夫妻的幸福感。 

其次, 研究结果表明, 夫妻之间的社会阻抑行

为是W_ICTs影响双职工夫妻幸福感的重要中介变

量。考虑到通信工具使用的普遍性, 在家禁止使用

通信工具工作的可行性较低。员工可以通过设置

W_ICTs 的边界, 加强与配偶的沟通, 进而减少夫

妻之间的这种消极互动, 以抑制 W_ICTs 对幸福感

的消极影响。实际上, Park和 Jex (2011)的研究已发

现在家设置通信工具的使用边界, 能有效降低员工

的工作→家庭冲突水平。Sonnentag和 Braun (2013)

也提出倘若不得不在家工作时 , 可以通过设置物

理、时间和心理三种微边界来减少工作干扰家庭所

带来的消极影响。 

5.5  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的局限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 

尽管本研究发现W_ICTs对双职工夫妻的幸福感同

时起着“两面性”作用, 但并未分析“在何种情况下、

对什么样的人W_ICTs将会产生更多的积极或消极

影响”, 未来研究可采用个案研究法或日志法对这

一系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第二, 本研究对幸福感的

测量采用是的工作满意感和婚姻满意感两个指标, 

未来研究仍需进一步探讨W_ICTs与双职工夫妻的

情感幸福感的关系。第三, 本研究仅以社会阻抑行

为来考察夫妻间的互动在W_ICTs与双职工夫妻幸

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 未来研究可以从积极心理学

的视角考察社会支持(夫妻互动的一种)在 W_ICTs

与双职工夫妻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 

6  结论 

本研究从溢出 ‒交叉效应的视角探讨了
W_ICTs 对双职工夫妻幸福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结果表明, W_ICTs 的效应可以经由工作→家庭冲

突/增益以及夫妻间的社会阻抑行为消极/积极影响

夫妻双方的幸福感; 但整体而言, W_ICTs对双职工

夫妻幸福感的作用受到发出者性别的影响, 女性的

W_ICTs 会显著负向影响夫妻双方的幸福感, 而男

性的 W_ICTs不会显著影响夫妻双方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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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eople are working around the clock communicating with one another on the electronic platform even after 

work. We examined the outcomes of Working through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after 

Hours (W_ICTs), and attempted to delineate the mechanism of W_ICTs. Findings of previous researches on 

W_ICTs’ were inconsistent in terms of their impacts on people’s work and life, with some being positive while 

others being negative. This obscured people’s general perceptions of the possible effects of W_ICTs’, thus 

challenging our recommendation on the management of W_ICTs. Furthermore, previous studies on the 

mechanism of W_ICTs focused more on the impact on the individuals or the organizations, without considering 

the effect on individuals’ spouses. Most previous studies were also limited in the sense that they had been 

conducted in the western cultural context, with a lack of localized research in the Chinese culture. The present 

study based on the Spillover-Crossover Effect among dual-earner Chinese couples, therefore, is intended to fill 

the gap by investigating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of W_ICTs on the well-being of both husbands and 

wives in China. 

The study surveyed 278 Chinese dual-earner couples who had fixed working hours. They completed the 

W_ICTs scale, the work-to-family conflict scale, the work-to-family facilitation scale, the social undermining 

scale, the work satisfaction scale and the marital satisfaction scale. In the study, ‘whether the couples have 

children under the age of 18’ and ‘whether the couples’ parents help with the children’s housework’ were treated 

as control variables.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he dyadic data analysis method, and the bias corrected 

bootstrap method were used to examine the research hypothes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W_ICTs was positively related to work-to-family conflict and work-to-family 

facilitation; (2) work-to-family conflict was positively related to spouses’ social undermining, while 

work-to-family facilitation was negatively related to it; (3) wives’ social undermining induced the same behavior 

of husbands, but not vice versa; (4) both wives’ and husbands’ well-being had a mutually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each other; (5) W_ICTs could aggravate work-to-family conflict and induce the social undermining 

between the couples, further reducing the couples’ well-being, simultaneously promoting work-to-family 

facilitation, reducing social undermining between the couples, further raising the couples’ well-being. On the 

whole, however, wives’ W_ICTs could reduce husbands’ well-being significantly, while husbands’ W_ICTs 

could not. 

This study can provide guidance for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practi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organization, as that W_ICTs can increase not only work-to-family conflict but also work-to-family facilitation, 

managers should cope with employees’ W_ICTs according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ployees, considering 

that the social undermining between the couples is an important mediator variable, employees can set boundaries 

of W_ICTs and communicate more with their spouses to inhibit W_ICTs’ negative influence. Furthermore, the 

result suggested that wives’ W_ICTs could reduce significantly their own and their husbands’ well-being, so 

organizations had better take into account female employees’ family role, when establishing border management 

or family friendly policies. 

Key words  W_ICTs; well-being; spillover-crossover; social undermining 


